《文汇报》两整版篇幅报道我校方广锠教授敦煌学研究成果
   我校方广锠教授等整理出版的《敦煌遗书》一经问世，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5月4日，《文汇报》再度推出长篇报道，以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详细记述了方广锠教授投身敦煌学研究的近30年经历，向读者展示了敦煌学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成为国人为之振奋的、集众多学者20余年心力、总字数达2000万字的研究成果的不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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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桌上，一个支架把四块电脑屏幕摆放成田字形，气势颇为恢弘。年过花甲、花白头发、戴着厚厚镜片的方广锠，正伸着脖子看着屏幕上不同的工作窗口。“图片、数据库、研究文章，必须对照着看。”

　　他看了近30年的敦煌遗书，全部约计58000号的汉文敦煌遗书，他已掌握57000号，其中亲手检视的原件超过三分之二，这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敦煌遗书，是指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以莫高窟第17窟所藏遗书为主体的古代遗书。说起面对敦煌遗书时的感觉，方广锠说：“早已不是初次接触时的新鲜、激动，而成了惜缘。”

　　30年前的结缘，是恩师任继愈指引的。30年后的今天，引路人已溘然长逝，赶路人仍奋力前行。方广锠在纪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任先生故世，我自然很难过……但是，我更多的想的，是怎样抓紧我自己有限的时间，尽快完成先生交代的工作，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再过两个多月，7月11日，是任继愈先生的忌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图录届时将全部出版，总146册。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总目录也将在年内付梓——这是方广锠对恩师的纪念。这部集20余年心力、总字数达2000万字的目录，也是方广锠和他的团队在任先生的指导下，对世界敦煌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然而这只是方广锠“赶路途中”的一站，他还有更远的期待：基本完成图录的刊布、完成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建立网上“敦煌遗书库”、基本完成敦煌佛教文献的初步录校、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

　　他说，他会一直走下去，能走到哪一步，就走到哪一步。随缘，但也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就像他的座右铭——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题记
　　 
业师任继愈站得高看得远


　　研究敦煌学最初并不是方广锠的自主选择，而是任继愈先生的安排。

　　1984年，方广锠找到任继愈先生，表示想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以深入进行已从事六年之久的印度佛教研究。

　　任先生没有立即表态，过了几天，他把方广锠叫到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地说：“你今年已经36岁，不真正搞通梵文、藏文、英文就去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你如果想报考我的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成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国家需要这方面人才。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方广锠曾一时转不过弯来，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不禁佩服任先生的大智慧。“任先生让我从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而敦煌学又是陈寅恪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的蓬勃生命力及其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

　　其时，宗教学已走过十年浩劫的寒冬，正在渐渐复苏：由任继愈领衔的《中华大藏经》正在编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一年前成立。任先生心里有一盘棋，方广锠是他看好的一员干将。

　　任先生给方广锠的任务是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任先生强调“沉潜笃实”，要求方广锠踏踏实实从原始资料着手，对敦煌遗书一号一号地进行研究、整理。其后的几年，方广锠一直泡在大藏经和敦煌遗书中，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日复一日地阅读、编目、录文、校勘、研究……脱胎换骨，化蛹为蝶，种种甘苦，不足与外人道。方广锠更愿意引述两位先生的话：任继愈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学须入地狱”；金克木先生在他《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中说，“在佛教文献（学）的大门上，我想还是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国运兴则文运兴


　　以沉潜的作风和决绝的信念，来自敦煌遗书故国的敦煌学者们重构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格局。以前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现在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方广锠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就现实而言，目前中国敦煌学固然成果丰硕，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领先；但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某些领域，依然是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问，各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学包括许多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发展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他不喜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说法。他虽赞同“知耻而后勇”的奋起，但不赞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中蕴含的狭隘性、非学术性。应该这样讲：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还是当年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回顾敦煌遗书从1900年被发现以来的100多年历程，方广锠感叹“国运衰则文运衰，国运兴则文运兴”。

　　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把洞中的若干经卷送给当兵时的上司，但并没有得到重视。甘肃学台（教育厅长）、著名学者叶昌炽得到敦煌知县奉上的敦煌遗书，但同时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他在日记中写道，藏经洞发现的经书几百卷已经被当地人士瓜分，所以没有亲自下去看看。相比中国官员的漫不经心，英国的斯坦因一听说有这件事，立刻赶来，骗走大量文物。法国的伯希和，更是在藏经洞里翻检了20来天。等到伯希和拿着这些经卷在北京展示时，这才引起中国学术界震惊。1909年，教育部决定把藏经洞中剩下的文物押回北京，运费谁来出竟成争论焦点。最后，这批遗书终于运送北京。谁知负责押运的官员先把它们运送到自己儿子家中，亲朋好友们竞相盗取……

　　清末民初动荡时局造成的对文物的漠视和监守自盗的混乱，无力阻挡敦煌瑰宝的继续外流：日本人于1911年，沙俄人于1914年，美国人于1924和1925年，借探险之名来到中国西部，测绘地图、挖掘古董，将数以万计的文物搬运出去。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引用的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难掩的愤懑之情。

　　其后，以刘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郑振铎、张广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寻访流散的敦煌遗书，陆续出版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果。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学问终是力不从心，而有着丰厚汉学传统的法国和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敦煌学著述。

　　随着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得以有序布局和深入展开。在重视民族瑰宝、崇尚学术建树的大环境下，敦煌学者们有了组织、队伍、经费、机会，有了归属、尊严、荣耀、目标。明年将迎来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30周年，方广锠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30年。”

　　仅拿图录一项来说，《俄藏敦煌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142册，余下4册将于年内出版。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列入“十二五”图书出版项目及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日前已出版前10册，全书预计100至120册，将在几年内陆续出齐。中国在敦煌研究资料整理出版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中国学者将百年之前的敦煌之殇化作内心动力，责无旁贷地担起呈现敦煌遗书全貌的使命。
　　
敦煌遗书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敦煌遗书被各国学者奉若珍宝。王国维把敦煌遗书和殷墟甲骨、西域木简、大内档案并提，列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陈寅恪把敦煌学内涵从中国扩展到世界，提出“敦煌学，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000年，季羡林先生在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称，“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敦煌学和敦煌遗书的地位，是由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决定的。古敦煌不仅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基地，也联通着中西方文明，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以及儒教、佛教、道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六大宗教的荟萃之地，这一文化特性也反映在敦煌遗书中。

　　敦煌遗书内容涉及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佛教道教、官方私人文书、账本、地契、户口等。其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这座曾被荒弃的古城找回了记忆，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文明宝库。

　　有人主张将敦煌学作为历史的二级学科。“它不是学科”，方广锠更赞同周一良先生当年提出的“敦煌学是一门学问”，各学科的学者都可利用敦煌遗书和敦煌壁画等考古资料开拓本专业研究。

　　历史方面——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均田制在地方落实得怎样？敦煌遗书证明，均田制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没有丝毫走样，由此可见政令畅通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安史之乱之后，敦煌成兵家相争之地，政权几经更迭，正史里的这段历史若明若暗，而敦煌遗书却将这一地区的风云变迁梳理得极为细致。

　　文学方面——发现了一批过去不知道的诗词歌赋，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变文。我们常说中国的文学形态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而变文则是明小说的源头，敦煌遗书中大量变文展露真容，推动了敦煌学者对古代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变文有点类似今天的“评弹”或“说书”，它从讲经文演化而来，讲经的僧人念一段经，做一段讲解，来一段偈颂，再讲一段故事，边唱边说。说唱的内容最早来自佛经，后来扩展到历史故事，比如讲伍子胥的故事，那就是“伍子胥变”，讲李陵的故事，那就是“李陵变”。有个叫文溆的和尚，就和现在的娱乐明星一样，他出来一讲，万人空巷，连皇帝也曾“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朝野上下，风靡一时。

　　艺术方面——不说让世人震惊的敦煌壁画和琵琶谱，就是现在观众熟悉的《千手观音》和《丝路花雨》，其艺术养灵感都是来自敦煌。

　　佛学方面——敦煌遗书中90%以上均是佛教文献，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自是层出不穷。《大正藏》把历代大藏经收的东西全收进去了，《万字续藏》把历代大藏经没有收过、但一直流传于僧人之中的关于佛教的释经、释律、释论、著述、史传等收进去了。以前，拥有这两本书，研究佛教的基本资料就齐全了。现在，敦煌遗书打开了新天地，里头包含的大量佛经著作是上述两部书里没有的。有一些是闻所未闻的，还有一些按照传统入藏的标准，应该编入大藏经，但当时编大藏经的人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如今却随着藏经洞的意外发现而重见天日。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大量疑伪经。什么是经？按照佛教的概念，只有佛金口所说，或者说佛认可了，那才算是经。如果不是佛，而是其他人所说，挂一个经的名头，那就是伪经。疑经，则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经。为正本清源，疑伪经一律不让流传，拿佛经上的话说就是“宜秘寝以救世”，这也就是大量疑伪经被集中于莫高窟藏经洞，之后封洞废弃的重要原因。

　　被秘寝、被废弃的疑伪经，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则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窗口。比如伪经，为什么造？在什么背景下造？想达到什么目的？效果如何？

　　有意思的是，有些被造出来的伪经，后来却成了金科玉律，比如汉传佛教不能吃肉的传统。

　　印度佛教可以吃肉，但必须是“三净肉”，即：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早期的和尚们可以吃“三净肉”。后来，大乘流传，讲普度众生，讲慈悲，戒律的第一条就是不杀。潜心修炼的梁武帝开始提倡不吃肉。他开了一个会，把和尚的头面人物都叫来，一个个问，你吃肉吗？你吃肉吗？有的说不吃，有的说吃，梁武帝带头不吃。后来出现一部伪经，叫《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讲吃肉有什么罪过，不吃肉怎么怎么好。虽是伪经，汉传佛教素食的标志由此确立。

　　方广锠说，敦煌遗书还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活生生的寺庙活动。比如怎么受戒，法会怎么安排人，寺庙之间如何借贷，僧俗之间有哪些往来，和尚们怎样布萨。布萨是指半月诵戒，僧人集合在一起，做自我检讨，反省这半个月中有无违反戒律。敦煌遗书里面的“布萨记录”，详细到哪个僧人踩死了多少蚂蚁、掏了几个鸟蛋。

　　……

　　敦煌学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宗教、音韵、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绘画以及民族史、边疆史等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无法一一尽述。这些破碎泛黄的敦煌遗书，用它最忠实的记载，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看这座古城的几多风情、几度兴衰。

　　方广锠说：“敦煌遗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皓首穷经 沙里淘金


　　方广锠爱读《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所有的故事情节几乎都能复述，但每看一遍，还是可以发现此前忽略的细节，得到新的享受。当知青时，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蜷在火炕上，读到癞头和尚救宝玉的那一段，癞头和尚临走时说：“万事只要随缘做去，自有一定的道理。”忽如闪电一样击中方广锠的心，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缘’字，真是说尽了人间一切事物的精华。”


　　结缘敦煌遗书的方广锠，在对敦煌遗书的千万次凝视中，同样有灵光闪现。

　　——他提出了文化汇流说：佛教在古代印度起源，然后传遍南亚、东亚、中亚、东南亚等整个古代东方世界。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会，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如大藏经中“天人感应”的表述，就完全起源于中国文化；再如收入大藏经的《药师经》，就产生在中国，后来传入西域、传入印度，是中国文化与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只是它后来“出口转内销”，又被翻译成了汉文。

　　——他预言，敦煌遗书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宋代刻本书籍取代写本之前，手写的纸本典籍即“写本”流通了约1100年。其中从东晋到五代的700年间，是写本的盛行期。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的写本极为罕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即使是中国一流文人，也难睹写本真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写本知识，以致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而写本学不兴，起码使中国700年文化的依托难明。敦煌遗书则为今日学人打开了一间写本的密室。写本因其流变性，极易产生异本，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赞》、《般若心经注》就是极好的佐证。写本如何嬗演的问题，异本的对照问题，书写规范的问题，装裱装帧问题，写本对刻本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因写本而产生的学术传承与流变问题……许多课题有待进行。

　　对于在整理敦煌遗书过程中看到的这些灵光，方广锠不敢痴迷。他记得恩师任继愈先生的告诫：“你的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你要想好，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

　　方广锠明白，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呈现敦煌遗书全貌，给全世界敦煌学家提供最完整、最权威、最便捷的工具书，这是任先生对他的期待，也是他此生的最大心愿。

　　这就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其他的研究者，面对浩瀚的敦煌遗书，寻找、取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即可。但编目的人，却要把每一号都仔仔细细看完，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做详尽著录。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小残片中，或者总是遇到《金刚》、《法华》、《大般若》等常见文献，方广锠也会感到索然沉闷，但他仍旧要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供研究的信息。方广锠用“沙里淘金”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沙子多、金子少的情况是正常的，但为了不放过金子，他总得把沙子一粒一粒数完。“这事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那我来做。”

　　当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纷纷对方广锠的阶段成果大加赞赏时，当有些人用“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来形容由他担任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他依然埋在他的故纸堆里。“别人怎么评价，我根本不考虑。我做的是‘铺路’的工作，我想尽我的能力把路铺得好一点。”

　　日复一日沙里淘金的方广锠，是上海师范大学早已挑出来的“金子”。2004年5月，校方为吸引时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担任佛教室主任的方广锠来校工作，专门量身订制了“硬调动，软使用”的方案。校长张民选回忆当年的细节：“硬调动”是学校对方广锠的要求，人事关系必须过来、户口也必须过来，让他成为上师大的人。“软使用”是方广锠对学校的要求，这又包括三个条件：一、提供科研经费，这既是上师大的橄榄枝，也是方广锠考虑调往上海的先决条件；二，集中授课，每个学期去上海一个月，将该学期总计100课时的硕士、博士课程集中在一个月内全部讲完，其他时间则可在京潜心编目；三、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方广锠本来以为上师大会斟酌一番，没想到校方竟一口答应。张民选说：“方广锠是研究型教授，研究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安静的环境，而且研究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的。重视研究、崇尚学术的上师大有责任为方广锠这样的研究型教授提供更好的平台。”

　　对方广锠而言，这是对学术梦想的助推；对上师大而言，这是对办学理念的践行。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他们将梦想成真！ 



来源：文汇报 2012年5月4日 11版
标题：敦煌遗书：逸散之后的另一种“团圆” 方广锠和他的敦煌学研究（下）
记者：江胜信

        让因为历史原因逸散各国的敦煌遗书在“敦煌遗书库”中“团圆”，这既是民族情感，同时也超越了民族情感，志在为全世界敦煌学研究者挖掘敦煌遗书这座富矿提供网上高端平台。

　　“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样的‘野心’。”方广锠笑称，“我只是一步一步做下来，后来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就去做。还是那句话，‘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约计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如今分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的数十个机构和无数个私家。单是寻访踪迹已是不易，如遇到秘不示人的藏家，更是难上加难。愣是在种种艰难中，方广锠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像沉沉夜幄中的旅人，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题记
　　

中国收藏敦煌遗书量多质高


　　世界敦煌遗书总数大约在71000号左右，大部分残缺不全。如果把那些可以缀接的残卷缀接起来，把较小的残片、空号等排除不计，则总数约在30000号。其中收藏在中国国内的有13000多号，英国7000到8000号，法国4000多号，俄罗斯不足3000号，日本约1000到2000号，其他数百号散藏在世界各地。也就是说，就实际数量而言，中国收藏的敦煌遗书占全世界五分之二强。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敦煌遗书虽然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精华已经让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对此观点，方广锠不赞同。他说，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遗书占据藏经洞敦煌遗书的90%以上。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不懂佛教，这制约了他们挑选的水平。他们挑选了一些自以为好的遗书，其他基本是王道士整包、整捆地给他。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进入藏经洞后，可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这也制约了他的挑选水平，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带有题记的佛教遗书，以及各种佛教经录等。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有关人员监守自盗，但因为他们对佛教也不甚熟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此劫。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

　　就国家图书馆而言，“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方广锠说，“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国图。其实，就经、史、子、集四部书而言，中国的收藏量也相当可观。仅就经部而言，国图的收藏量就超过英国。”
　　 
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
　　
        敦煌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却遭遇到了发展瓶颈。方广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难见到。

　　第二，敦煌遗书总目录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很多研究者在从事课题研究时，很难知道敦煌遗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资料，不得不留下遗憾。

　　近20年来，各收藏单位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相继出版：1992年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文献》；1993年到2005年，该社又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05年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11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直观的图录固然可以让研究者更加接近敦煌遗书的原貌，但即便是印刷再精良的图录，也无法完全反映敦煌遗书的全部信息。

　　方广锠在敦煌学界首次提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以敦煌遗书的年代为主要依据，并考察其制作方式、品相、纸张（或其它载体）特点、保存数量、装帧、装潢、书写主体、题记、印章、现代装裱、收藏题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综合评价。文献价值以敦煌遗书抄录的文献研究价值为主要依据，主要考察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及对文献的二次加工。文字价值指敦煌遗书的书法与文字学研究价值，包括汉文、古藏文及其它古文字，兼及硬笔与软笔等书写工具；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书体；古今字、武周新字、异体字、俗体字、笔画增减字等字形。图录可以大体反映敦煌遗书的文献、文字价值，却难以完整体现它的文物价值。此外，上述图录均按照馆藏流水目录编排，如想研究某一种文献，需要逐一翻检全部图录，非常不便。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必须加工。”方广锠认为，“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为了让这批敦煌遗书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供敦煌学界的研究者更好地使用，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目录，即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将其中可以被人们研究的信息全部提取、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编排，以供研究者使用。所以，图录虽然为编纂目录提供了便利，但高水平的目录无法仅依据图录，必须依据原卷编纂。敦煌遗书的原卷逸散世界各地，编目难度无法想象。

　　摆在方广锠面前的有两条路：知难而退或迎难而上，方广锠选择第二条。
　　 
国图敦煌遗书编目历时28载


　　1984年，当任继愈先生把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的任务交给方广锠时，方广锠原本以为并不难。但真正动手才知道，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这对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那么，能不能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呢？


　　这个想法得到任先生的大力支持。方广锠回忆：“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有自己的专用助手，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接着，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我请人把黄永武的《敦煌最新目录》输入计算机，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计算机版敦煌遗书目录索引。因为当时计算机只有国标一级字库，不少汉字只能用符号替代。所以，索引完成后一直没有公布，只供我个人使用。所有这一切，为我的敦煌遗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这一切，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最初的编目依据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该图录利用微缩胶卷公布了国图收录的敦煌遗书。国图拍摄微缩胶卷时，所藏敦煌遗书未及修复，有的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有的墨痕深浅不一，难以辨认，有的背面还有内容，拍摄时遗漏了。为了真切把握遗书信息，方广锠向国图提出合作编目的设想，但没有得到积极回音。原因在于图书馆界有一句行话：“翻一翻，六十年”，意思是古籍的纸张容易损坏，翻一翻就可能“折寿”60年。管理和使用，这在图书馆始终是一对矛盾。具体到敦煌遗书，它们原本就是一批古代废弃的残卷，不少遗书残破状态非常严重，不加修复，不可能提供阅览，自然也无法编目。所以当时国图不对外开放敦煌遗书，想要看到它们的真容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曾想，几年之后，事情竟有了转机：1987年，任继愈先生被任命为国图馆长，1989年，方广锠从社科院亚太所历史宗教室副主任调任国图善本部副主任。1990年底，在冀淑英等老专家的支持下，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逐步开展起来。于是，敦煌遗书编目工程也同时启动。

　　方广锠终于盼来了和敦煌遗书近在咫尺的凝视。它的容颜、它的肌理、它的气质，穿越千年却生动依然，百看不厌。方广锠在《面对敦煌遗书时的感觉》一文中写道：“真是心神俱醉，这种享受，人间难得。”

　　国图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敦煌遗书原由善本部典藏组管理，编目组每次提取遗书，典藏组要逐号检查、登记。善本部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当天提取的古籍，当天必须归库。归库时需要再次逐号检查、注销登记。这样，每天仅办理出库、进库的手续就要耗费很多时间。为了提高编目效率，善本部经过研究，将敦煌遗书特藏库交给编目组管理。此后每次进出库，典藏组只负责登记件数，不详细记录内容，每次起码可节省半个多小时。这样，编目效率虽然提高了，编目组肩上的责任却大大加重。方广锠说：“我当时向编目组同人说：如果在编目过程中，敦煌遗书出现丢失、损坏等情况，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功劳，反过来只有罪过。”所以，当时除了对编目组成员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善本意识的教育，严格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要挑选一个能够切实对敦煌遗书安全负起责任的人员。方广锠说：“有一次，某个卷子因为归错架，一时找不到。编目组里一位同志脸涨得通红，额头冒汗。我一看，好！今后就让她负责。”从此，敦煌遗书特藏库就由这位同志负责管理。今年，因为国图馆舍大修，敦煌遗书全部搬到其他地方保存。国图乘搬库的机会对敦煌遗书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点。清点的结果是，从1990年起开始编目直到今年目录最终完成，整整28年。28年间，馆藏敦煌遗书没有半点纰漏。方广锠说：“我虽然对同志们的工作充满信心，但这次的清点工作让我彻底放了心。现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已经完成，敦煌遗书库也将交还典藏组管理。”

　　在新编的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中，方广锠团队对16579件遗书的每一张纸、每一行字都做到有所记录，有所交代。任先生曾反复强调：“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大家用得方便。”

　　“我拿先生的话来要求自己，既然有这样的机缘，那就尽全力做到最好。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错误，但努力争取少出错误，出小错误。这也是编目长达28年的原因之一。”方广锠说。

　　除了国图的敦煌遗书外，这些年来，方广锠还完成了湖北、山东、上海、山西、重庆、湖南、广东、天津、贵州、江苏、浙江等省市，以及台湾的敦煌遗书调查，还完成若干私人收藏的调查。
　　 
异国他乡的寻访

　　
        为英国图书馆编目

　　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曾为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做过整理，现在英国不少敦煌遗书上都可以看到蒋师爷写的编号及简单的著录。有意思的是，少数编号与著录的字迹非常拙劣，与蒋师爷娟秀的笔迹完全不同。方广锠说：这些拙劣的中文，可能是斯坦因写的。看来斯坦因在向蒋师爷学中文。英国图书馆的有关学者也同意方广锠的这一推测。按道理讲，蒋师爷应该对他整理过的遗书编出草目，但至今没有发现。不知道当初是否真的有过那样一个草目。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英国缺乏专业人员来编目，上世纪20年代，英国曾经向法国的伯希和求助，希望能够由伯希和承担这批英国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伯希和答应了，于是英国把一批敦煌遗书寄到法国。伯希和收到这些敦煌遗书后，开了收条。方广锠说，他在英国时，亲眼看到过当年伯希和写的收条。但伯希和最后未能帮助英国编目，因为他连法国敦煌遗书的编目都做不过来。那么，这批邮寄的遗书都还给英国了吗？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回答得含含糊糊：“应该都还回来了吧。”但方广锠却发现法国图书馆有两件敦煌遗书盖着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章。真是一笔糊涂账。

　　英藏敦煌遗书的系统整理始自上世纪30年代，由汉学家翟林奈主持，1956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收入英国敦煌遗书写本6980号，刻本20余号。还有约7000号遗书残片未能纳入。

　　讲起翟林奈，就要讲到他对中国向达先生的刁难。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到伦敦寻访敦煌遗书。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更不要说敦煌遗书本来就是中国的。所以，翟林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向达先生看。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翟林奈为向达先生设置了种种障碍。据说，当年翟林奈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诸如今天有事来不了，明天忘了带钥匙，后天管库房的人找不到等等。向达先生经费有限，不可能在英国长期滞留，最后只看到少量写卷，怏怏而归。从大英博物馆的规章制度讲，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可制度是由人去执行的，不同的人，执行的结果完全不同。

　　与向达相比，方广锠则幸运得多。

　　由于英国还有将近7000号残片无人编目，1991年，英方邀请方广锠前往编目。其后，方广锠又先后5次赴英，完成了上述7000号残片的编目。在异乡编目的方广锠得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组负责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编目得以顺利进行。方广锠也按照惯例，把阶段性成果《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赠送该馆，表示感谢。

　　在7000号残片的编目即将完成之时，国内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中、英、法、俄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中，三大单位的敦煌遗书已经或即将全部出版，唯有英国敦煌遗书还深藏闺中。为此，方广锠决心为出版英国敦煌遗书的全部图录而努力。在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之后，英国图书馆同意了方广锠这一要求，决定以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著的名义，在中国出版英国所藏全部敦煌遗书。

　　由于翟林奈的目录比较简单，且错误不少，也不符合从文物、文献、文字全面著录的要求，方广锠决定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将翟林奈已经编目的敦煌遗书，重新予以编目。为此，2009年，他第7次赴英，这次带领一个7人团队，在英国工作了半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虽然得到英国吴芳思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其间也曾遇到种种困难。比如，2009年，英国图书馆亚非部新任主任魏泓（SusanWhitfieid）向方广锠勒索编目资料，遭到拒绝后，竟下令阅览室禁止为方广锠团队提供敦煌遗书原件，使编目工作被迫停顿。

　　对此，方广锠向英国图书馆馆长致信抗议：“馆长阁下，你想必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信中还指出：“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它的基本理念是开放资料、服务读者。英国国家图书馆想必也是如此。魏泓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基本理念，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英国图书馆蒙羞，也在世界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在英国图书馆一批正义人士的支持下，英国图书馆馆长调查了事情的真相，当面向方广锠表示道歉，其后还写了一封书面的道歉信，并对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表示支持。

　　方广锠对记者说：“我与英国交往二十来年，合作是主流，得到帮助是主流。特别是吴芳思博士对中国学者的无私支持，我永远难以忘怀。2009年受到的刁难，那只是魏泓的个人行为。在英国图书馆中主持正义人们的支持与帮助下，魏泓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这也说明翟林奈的时代、斯坦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远赴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方广锠还先后到法国、俄罗斯（当时还叫苏联）、日本、印度寻访敦煌遗书。

　　法国的敦煌遗书存放在法国图书馆。阅览者须买一张阅览卡，看一天就扣一天的钱。按照馆方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提阅3件。方广锠与馆方交涉后，对方给予方便，改为每次提阅3件，看后交回，再取3件，次数不限。由于经费有限，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只看了若干特别感兴趣的卷子。不过，法国图书馆已经表示，随时可以接待方广锠及其团队到法国为敦煌遗书重新编目。

　　在前苏联，方广锠受到敦煌学家、老朋友孟列夫的热情接待，对方也提供了各种方便，无奈方广锠只能停留两周，一周考察敦煌遗书，一周考察黑水城遗书。“我拼命地抄啊。”这是方广锠对那段时间的最深刻印象。俄罗斯的19000号遗书，目前已经编目的只有3000余号。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欢迎方广锠团队前去编目。

　　记者问方广锠计划什么时候到法国与俄罗斯去编目。方广锠回答：其实草目已经完成。只要经费能够落实，随时可以前往。实在不行，只能根据图录来定稿。虽然无法著录敦煌遗书的文物信息，但有完整目录总比没有好。

　　日本的敦煌遗书收藏得极为分散，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单位托人联系以后，可以看到。有的单位，无论托谁联系，馆方都不答应阅览。但也有单位比较开放，任何人均可阅览。只是有些私人收藏机构要收费。如方广锠在某单位仅看两个卷子，就收费8000日元，还是打了8折的。1994以来，方广锠已经多次前往日本，凡有可能，尽量查访。他对记者说：“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为1000号到2000号之间，我已经掌握1000来号。但大部分只看到图录，没有看到原件，今后计划尽量查阅原件，今年下半年将会再去一次。”

　　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物，现在有部分保存在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其中包括若干敦煌遗书。为此方广锠特意到印度去了一趟。遗憾的是馆方不完全开放阅览，除了让方广锠参观陈列室中供一般来访者参观的陈列品外，打开了陈列室中原来封闭的一批藏品，算是特别优待。方广锠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去。”
　　 
敦煌遗书库——共同的家


　　在进行编目的过程中，方广锠意识到，按树状结构的书册式目录属于平面架构，最多只能实现若干个知识点的沟通，无法反映海量知识点深层的网状联系。且随着敦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敦煌遗书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知识点及新的关联也不断被发现，书册式目录只能表现某一时间点的静态成果，无法跟踪与反映敦煌学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此，方广锠提出“敦煌遗书库”这一设想。

　　“敦煌遗书库”分两期实施。

　　第一期将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角度，对敦煌遗书逐一著录。并具备按照不同的预设条件进行检索、分类、输出等功能。目前第一期的架构已经基本搭起，正在完善中；数据资料也在逐步充实与修订。

　　第二期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全面纳入敦煌遗书的原始资料、编目资料、研究论著、相关古籍乃至研究动态；第二，尽力挖掘、完整著录敦煌遗书中蕴含的六大特点、三大价值、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各种知识点。第三，尽力挖掘、完整著录百年敦煌研究成果及传世古籍中的相关知识点。第四，确定各知识点的权重，依据其内在联系将它们全面打通，建立起敦煌遗书知识之网。第五，开发各种工具软件、提供各种研究手段。

　　“敦煌遗书库”建成之后，将分为普通版和专业版，是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平台，也是逸散各国敦煌遗书共同“居住”的家。  
